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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五角场，左边大楼为新落成的朝阳

百货公司，右边大楼为空军政治学院大楼  

  

 

读史老张 

 

  几十年前，作为乡镇集贸中心，五角场五路通衢。虽不

及市区繁华，但百货店、点心铺、浴池、理发室、中药房和



照相馆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出售农具、化肥和菜籽的商铺，

更有电影站（后改建为电影院），也由此成为靠近复旦大学

的一块生活和文化“绿洲”。几十年过去了，五角场邮局早

已迁往他处，原来新华书店和淞沪饭店一带，万达广场高高

耸立，淞沪路、翔殷路一带“上海书城”和“大众书局”的

店招赫然在目，还有多少人晓得五角场曾经的样貌？ 

  今天的“夕拾”，翻开两位已故复旦学问大家的日记，

带我们由先生们记录的文化地标，走进一幅五角场民俗风情

画里去。 

 

  因查资料，读了两部公开出版的日记。一部是 《谭其

骧日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谭记”），另

一部是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大象出版社出版，以下简

称“贾记”）。作者谭其骧先生和贾植芳先生，都是复旦大

学著名教授——前者是历史地理学家，后者是文学史家。两

部日记写于三四十年前，写作风格迥异：“谭记”仅记事，

言简意赅；“贾记”兼记人，笔锋常带感情。两记的相同点

在于：作为地理名词，“五角场”的出现频率很高。 

  “谭记”截止于 1972 年底的“文革”时期，“贾记”

辑于 1982 年至 1984 年改革开放的“早春三年”。粗略统计

一下，1966年 5月至 1972年 12月的“谭记”中，仅一句“五

角场一转”就出现过三十多次；“早春三年”的“贾记”，



有近二十次提到“游逛”五角场。两位先生都曾住在复旦教

工宿舍，还先后在国顺路上的“第九宿舍”安家，这里离五

角场一箭之遥，抽空到五角场走走，当然不算什么稀奇。让

我好奇的是，在他们笔下，当年五角场的风景如何？ 

 

  “五角场一转”的无奈 

 

  三十多年前，五角场由原宝山县管辖，属于郊区。复旦

大学位于五角场地区，也算不折不扣的“乡下”。那时，粮

油副食品补贴标准，市区要好于郊区，据说陈望道校长曾多

次向市领导建议，将复旦划归市区，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他的愿望直到他逝世后才实现——1984 年，五角场划归杨浦

区。“两记”真实地反映了寓居“乡下”的复旦人的生活环

境。例如，写进入上海市区，“谭记”往往写成“入市”，

如 1966 年 5 月 16 日：“下午入市，量衣服。到科学会堂出

席社联开座谈会。”1971年 3月 31日：“早入市。9:00-11:15

政协旧址座谈总理访越……”“贾记”则将进市区写作

“进城”，有时甚至写成“去上海”，如 1983 年 5 月 6 日：

“早上敏（指贾夫人任敏——笔者注）随小卞进城……晚饭

后归来。”5 月 24 日：“桂英姊妹早饭后去上海购物。”6

月 16 日：“午饭后到上海散步，一直走到外滩公园才坐车

回家。” 



  那个年代，“入市”“进城”一趟不易，从复旦到市中

心要换乘两三部公交车，来回折腾大半天。因此，离复旦较

近的五角场，自然成为休闲消费的“胜地”。“谭记”显示，

谭其骧先生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去五角场，有时甚至隔天就

会去转转。即使在“文革”初期，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

被打倒，被迫写检查汇报、打扫厕所，一有空他也会去“五

角场一转”。如，1967 年 1 月 20 日：“上午六号楼（指学

生宿舍——笔者注）打扫。下午五角场一转。”22 日：“……

写汇报至十二时半毕。下午五角场一转。”25 日：“上午六

号楼打扫。下午五角场一转。”31 日：“上午到系。下午五

角场一转……”2 月 1 日：“上午六号楼。下午五角场洗澡，

吃饭。” 

  谭先生当时的心情，未在日记中披露，作为后生的我，

却能咀嚼出“五角场一转”背后的愤懑与无奈。 

 

  无名小店与有名“大店” 

 

  作为乡镇集贸中心，当年五角场五路通衢，虽不及市区

繁华，但百货店、点心铺、浴池、理发室、中药房和照相馆

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出售农具、化肥和菜籽的商铺。 

  从“两记”中可知，两位先生去五角场，除了散步外，

主要是洗澡、理发和采购食品、杂物，如“谭记”1967 年 2



月 8 日：“下午五角场购烟，鸡毛掸。”10 月 14 日：“至

五角场买点心、稿纸。”1972 年 4 月 14 日：“下午休息，

五角场一转，购果酱、烤子鱼等。”“贾记”1982 年 9 月

12日：“下午和敏去五角场买面条……”1983 年 4月 12日：

“晚饭前和敏去五角场散步，买甘蔗一根……”此外，修鞋、

修钟表、配中药和到银行存取款等，也被“两记”一一记录，

活脱脱勾勒了一幅五角场民俗风情画。有意思的是，“贾

记”1982 年 11 月 3 日写道：“午睡后，全家散步到五角场

买菠菜籽。”买菠菜籽做什么？难道贾先生还自己种菜？

“贾记”里没有解释，这对于我，倒是一个有趣的谜。 

  不过，当年物资供应短缺，国营商店“吃大锅饭”，消

费体验并不如意，有时不免令人扫兴。“谭记”1967 年 7 月

11 日：“五角场找水果不得，晚饭吃不下，饭后即睡。”12

月 13 日：“下午五角场购灯泡不得。”1969 年 11 月 23 日：

“下午理发，五角场购烟，欲洗澡，以人太多作罢。”1972

年 2 月 14 日，谭其骧先生一早就去五角场，“……欲理发，

因排队太长，购年糕五斤即归。”几天以后的 2 月 19 日，

他又去五角场理发，依然“不得”，只好“购圆珠笔芯，取

中药而归”。直到 2 月 20 日，在国权路上，谭先生才算完

成了理发。 

  “两记”中，凡去五角场洗澡、理发和消费购物等，均

未写明店名。“贾记”1983 年 10 月 13 日写道，“午睡后，



全家去五角场游逛，好久不来了，有些陌生，在那家回回馆

吃了啤酒、牛肉和油墩子，‘穷人的欢乐’而已。”那家“回

回馆”叫什么名字？贾植芳先生没有写。五角场店铺林立，

大多不是什么“大店”、“名店”，也许，两位当事人也未

必记得住那么多店名。 

  唯一例外的是，两记中不约而同地写下了一家店家的名

字：“淞沪饭店”。淞沪饭店位于淞沪路 85 号，它既不是

百年老店，也算不得“名特优新”，从未列入过上海著名餐

饮企业名录。80 年代初我在复旦读书时，曾去那里打过“牙

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里的菜肴不过是“农家乐”水

准。然而，“淞沪”之名却屡屡出现在“谭记”中，1967 年

3 月 1 日：“上午六号楼，到系。下午五角场淞沪饭。”1968

年 1 月 9 日：“晚不举火，全家三人至淞沪食堂吃。”197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早多睡，午至淞沪吃饭……”2 月

25 日，正值谭其骧先生 60 周岁生日，他在淞沪饭店享用了

生日晚餐，“今日余满六十岁……晚偕永（指谭夫人李永藩

——笔者注）淞沪饭店吃饭，饭后洗澡，归已九点。”“贾

记”里提到“淞沪”，则是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宴请，1983 年

8 月 19 日：“中午应邀去五角场淞沪饭店午饭，是徐俊西、

章培恒、蔡传廉、应必诚、陆士清等人做东，宴请六十年代

的同学，北京来的两个客人，由我和蒋孔阳作陪。宴请的还

有范伯群父女俩……” 



  查史料可知，淞沪饭店的历史，比五角场鼎鼎大名的

“朝阳百货”还要悠久。朝阳百货前身是“万紫百货商

店”，建于 1959 年，砖木结构；1971 年定名为朝阳百货商

店；1989 年翻修改造，改名为朝阳百货公司。而淞沪饭店建

于 1955 年，是两层楼的砖混建筑，为五角场最早的国营商

店。在沿环岛为中心的商铺群中，淞沪饭店鹤立鸡群。难怪，

“淞沪”会被记入“两记”，成为两位先生改善伙食、宴客

交友的“大店”。 

 

  环岛周边的“文化绿洲” 

 

  那些年，看电影是最高的“文化消费”，两记均记录了

若干次看电影经历。令人纠结的是，当年五角场没有像样的

电影院，只有一家电影放映站，名叫“五角场放映站”（“文

革”中一度改名为“红星放映站”，位于翔殷路北侧，今大

西洋百货以东、近中环路上匝道处），它原是五角场农村流

动放映队租用的礼堂，1961 年被改造成固定电影放映站。在

我儿时的记忆中，放映站破破烂烂，顶棚是用毛竹撑起的，

低矮狭小，座位为长条木椅，观众受到长椅上臭虫的骚扰时

有发生，条件非常简陋。 

  谭其骧先生曾多次看电影，仅 1970 年 7、8、9 三个月

间，谭先生看的电影有：样板戏电影《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复映的抗美援朝电影《奇袭》《铁道卫士》，朝鲜电

影《战友》，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及一部越南电

影等。从“谭记”上下文来判断，谭先生看电影的地点应该

就在复旦住所附近，如 1970 年 7 月 20 日：“下午二时至三

时许看电影《奇袭》，工作。”8 月 3 日：“下午三点半后

看电影 《铁道卫士》（原文误植为 ‘铁道卫生’——笔

者注），余工作，晚至九点半。”谭先生究竟在哪里看的电

影？是在五角场放映站还是在复旦大礼堂（今相辉堂）？

“谭记”未予说明。 

  “贾记”则指明了看电影的地点——五角场，如 1982

年 8 月 24 日：“昨天中午全家去五角场观看英法合拍的《苔

丝》，此片在上海很轰动，买票不易。”据此推断，贾植芳

先生欣赏这部经典文艺片的地点，是在五角场放映站。1983

年，五角场放映站被拆除，在它斜对面（翔殷路南侧，今合

生汇商场附近），建起了一家标准电影院，取“翔殷路”之

谐音，定名为“翔鹰电影院”。“贾记”1984 年 8 月 20 日

写道：“晚饭后，全家三人去五角场看电影《驯虎记》，桂

英请客，是苏联 1962 年出品。”这部《驯虎记》，应该就

是在翔鹰电影院上映的。 

  除了放映站，五角场环岛周边可以称得上“文化绿洲”

的，只有邮局和新华书店。邮局位于翔殷路上，开间很小，

门口的阅报栏，一天不差地展示着《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新华书店位于淞沪饭店南侧，坐西朝东，灰色水泥建筑，是

五角场比较“上档次”的店面。“谭记”1972 年 6 月 13 日

记：“下午到五角场定 《考古》《文物》，《考古》从九

月起，《文物》从《参考》起。”《考古》和《文物》杂志

是“文革”后期复刊的硕果仅存的考古类学术刊物，在艰难

时刻，五角场邮局成为谭其骧先生与国内文物考古界沟通的

桥梁。“文革”结束后，曾因“胡风案”蒙冤的贾植芳先生

重整旗鼓，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收集各类书刊资料。“贾

记”1982 年 12 月 20 日记：“下午全家到五角场洗澡，购得

本月份《小说月报》 一册……”1983 年 8 月 16 日又记：

“在医院回来和敏在五角场购物，买《牡丹亭》新版一册。”

想来，五角场邮局和书店是贾先生的必到之处。 

  几十年过去了，五角场邮局早已迁往他处；原来新华书

店和淞沪饭店一带，万达广场高高耸立。如今，每每路过淞

沪路和翔殷路，抬头瞥见“上海书城”和“大众书局”的店

招，就会猛然想起，自己正走在两位先生记录的文化地标

上…… 

 


